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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农贷扶贫经验

———以红色金融企业北海银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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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是全球性的世纪难题,需要多种力量结合才能得到较好解决,其中金融企业的参与是必不可

少的.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扶贫工作的光辉历程中,农业贷款作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重要方式始终贯穿其中.

抗战时期,北海银行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红色金融企业.在战时艰苦条件下壮大自身同时协

助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解决贫苦农民的资金问题,坚持发放大量的低利农业贷款,力求高效扶贫,在贷款前对农贷

对象的精准识别、贷款后的精准管理和对农贷干部的精准考核方面摸索出许多宝贵经验,获得较大实效,为根据

地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北海银行农贷工作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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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

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１]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至今,一直关

注劳动人民的贫困治理,在全面抗战(以下简称“抗战”)时期特别关注广大贫雇农的贫困问题.抗日

战争艰巨复杂,战争的胜利不仅依赖于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的发展程度,而且依赖于双方经济力量的

强大程度.因此,在战时发展生产更是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环.近代红色企业是中国共产党

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柱,为实现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中,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创办的红色金融企业———北海银行,以维护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为发展农业生产发放了

大量低利① 贷款,充分发挥了资金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可谓扶贫工作的先驱.目前学术界

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北海银行农贷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北海银行农贷的细节方面

还有待补充,有必要对北海银行农贷的具体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因此,文章试图从信息不对称和执行

激励角度探究北海银行农贷业务发展经验.重温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金融扶贫实践历程,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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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百年探索的精神内涵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抗战时期山东农村的困难局面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保卫华北的重要战略根据地,其所在的农村也是军事战争重要的

经济补充地,田赋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发展农业对抗日财政供给至关重要.但是此时山

东农村面临严峻的困难局面,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繁重赋税和地租、高利贷的剥削使得农业生产资金匮乏.１９２８年国民党确立在山东的统

治后,田赋征收数目逐年增多,使得农村财力枯竭,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统

计,仅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山东多达１５０万农民饿死[２](P１１３).广大贫苦农民不仅要忍受苛捐杂税的剥削,
而且还要忍受高租的盘剥,借贷十分困难.贫苦农民收入仅仅为了生存,维持生活基本支出都不够,
不得不接受高额地租和高利贷.在山东农村租佃关系普遍存在,根据抗战期间对鲁中区、泰山区、鲁
南区、滨海区的调查,有租佃关系的村庄占村庄总数的７８％以上,从租入户的成分看,贫农租入的土

地占全部租入地的７０％以上.这种租佃往往是高额地租,地主所收地租约占农民全部农产额的半

数,有的地区地租占全部农产额的６０％~７０％.因此,许多农民交租之后,最低生活要求都难以得到

保障.与此同时,高利贷对农民的压迫也很严重,粮食借款平均月利在三分五厘左右,县境内借贷年

利二分至五分,如“春借豆子一斗,秋还一斗四升,不到半年的时间利息高达４０％”“春种时对于肥料

和牲畜的借款,农民往往要花费比市价高百分之几十或者数倍的代价”,借粮用户占农户的４０％,借
款用户占农户的５０％[３](P２７５).可见贫农生活的艰难,在这种压迫下广大农民不断贫困化,农村生产

投入不足,农作物产量下降,经济日趋凋敝.
第二,战争的破坏使得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抗战初期,农村分布着敌占区、顽战区② 以及游击

区,犬牙交错.在敌占区,对于农产品,敌伪常采用军事高压非经济性掠夺方式,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大

扫荡,向敌占区的农民直接掠夺军粮补给;对于农田,日伪直接征用建立据点、仓库等军事防御,侵占

大量良田,破坏农业根基;对于农业生产者,日伪大肆残杀、掠夺农民,在军事扫荡中直接杀戮或捕捉

青壮年农民,为修建军事设施时常征集劳工进行苦役等;对于农业生产设施,日伪为增加其军事防御,
对农业耕畜、车辆大量征收.根据战后调查,按１９４６年法币币值计算山东敌占区的农业直接损失大

于１９０００亿元.在顽战区,顽固势力巧立名目,对百姓任意搜刮征收苛捐杂税.对共产党占优势的游

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日伪实行“三光政策”,使得农业生产条件迅速恶化.农村遭受巨大损失,不仅良

田被侵占,缺乏耕畜、农具等生产基础设施,而且缺乏劳动力[３](P３７２).
在封建剥削和战争因素的影响下,山东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停滞不前,山东根据地建设

也面临巨大困难.其一,日军在军事上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大扫荡,侵占山东的日军最多时达８万人.
从１９４１年春至１９４２年冬,在华北地区先后进行了５次“治安强化运动”;敌军据点在１９４０年底为

１１５６个,到１９４３年５月增加至２１８４个,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被封锁分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政

治上实行强度分化的诱降政策,不仅破坏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伪政府,组织“治安队”
“警备队”等,利用汉奸进行 “以华制华”,以此巩固敌占区;经济上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加强对沦

陷区资源的疯狂掠夺和经济封锁.其二,顽固派分不清形势,在反动口号“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鼓

动下,对共产党大搞军事摩擦.其三,抗日民主政权未建立之前,共产党抗日经费主要来源于就地自

筹、没收汉奸财产以及国民党供给.但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策略的加紧推行,先后残害

大批共产党和抗战群众,严重损害抗日武装力量.尤其在“皖南事变”后,沈鸿烈做出“防共、限共、反
共、剿共”的错误策略,完全断绝了对共产党的抗战经费供给,造成了山东抗战的极大困难与危险.随

着山东对敌斗争的发展,临时性的募捐和派收逐渐不能适用.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起来的武装力

量所需供给以及一切经费开支均无固定和可靠的保证[４](P２９).
由以上分析可知,山东革命根据地处在经济积蓄极少,敌伪残酷扫荡、破坏、封锁和没有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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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中.面对战争的持久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根据地是基于个体经济、被敌人分割、又是游击

战争的农村环境.这种环境的复杂和脆弱性决定了共产党的对敌战争是极为艰苦的,同时也意味着

若想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直至夺取抗战胜利都必须要依靠发展经济[５](P６１).因此,只有改善民生,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极积性,才能获得充足的兵源和抗战物资供给.

二、北海银行的成长及其农贷业务的发展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山东遭遇敌寇经济掠夺及金融进攻,货币流通十分混乱.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
军侵进山东,至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徐州会战结束时,山东的大多数城市及全部铁路和近８２％的公路已被

日军控制.日伪武装掠夺山东公私银行,强制滥发伪钞,榨取沦陷区物资,套取外汇市场物资增加其

经济实力来维持战争.经统计,伪钞在成立时的资本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接近

１０亿元.不仅如此,日本在敌占区还实行汇兑管制,通过汇兑集中制,垄断金融市场[６](P１４４).与此同

时,山东留存的国民党军政机构也滥发货币,名目众多,数量巨大,对民众进行残酷掠夺.据调查,国
民党营以上官员都可以乱发土钞,仅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民间滥发纸币总值就在１０亿元以上,造成

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７](P１７０—１９１).
为了适应山东抗日根据地部队给养、地方建设、保障政权、稳定金融的迫切需要,１９３８年３月中

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占领了掖县(今莱州市),随后在此成立了北海银行.其建立之初属于公私合

营性质,私人股份占７０％.但是１９３９年１月日军逼近掖县县城,北海银行因时局动荡被迫停办.形

势好转后,中共胶东区党委于１９３９年８月在胶东张格庄(今山东莱西市)恢复北海银行建制.重建后

的北海银行发展迅速,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按照上级指示升级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银行,在鲁中设立总行,
在胶东、清河、滨海、鲁南等地设立分行.北海币的流通范围向全省扩展,发行量也开始放大.北海银

行依据经济学家薛暮桥③ 的指导,根据市场规律灵活掌握北海币与伪币银券的比价,制定了正确的政

策和策略,在业务开展和货币斗争中创造了光辉业绩,促进了根据地北海币统一市场的形成.从

１９４４年１月到１９４５年１月,北海币发行量由２亿元增至６亿元,到抗战胜利前夕,约有７亿元北海币

在市场上流通,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北海币的完全统一.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北海

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为中国人民银行.
在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协助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为帮助贫苦农民解决资金问题,开展农贷业务,恢

复农业生产.为了保障农贷资金的有效性,政府及北海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实施办法,与时俱进

因地制宜不断改善农贷方法,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优越性,形成了符合当时劳动生产力

状况的农贷扶贫方式.１９４０年７月,«山东省战时实施纲领»提出“举办低利贷款”等,中共山东分局

在生产上确立“以农为主”的思想,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强调农业贷款对象以贫苦农民、抗属④ 为

主.１９４５年后虽将部分中农包含其中,但是其以贫农和抗属为主的基本方针未发生变化.农贷业务

开展中特别强调贷款是用作扶助生产、不是救济.贷款利率为低利,甚至有些地区无利贷款,明显区

别于高利贷.伴随抗战形势的好转,根据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农贷地区的覆盖率也不断提高.图１为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北海银行放款中农民放贷所占比重,可见农贷是该银行业务开展中的重要一环.其中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是山东抗日战争中极端困难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建立统一战线

进行抗战,稳固政权,对于农贷开展较少.１９４２年后敌伪日益困难,共产党军事、政治斗争日益胜利,
为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生产指示,进一步明

确了发展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团结广大

群众,发展生产来支撑抗战,掀起了农业大生产运动的高潮.此后农贷业务稳定开展并逐年

提高[８](P２４３).

三、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农贷扶贫的主要经验

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在开展农贷业务中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贫苦农户的精准识别、贷款后

６１



的精准管理和对农贷干部的精准考核,可以说是“扶贫”工作的先驱.不同部分工作开展的演变过程

基本是伴随着政府农业生产政策演变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不同部分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差别.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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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北海银行放款中农业贷款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６９页;«胶东

分行一九四四年上半年营业报告»,胶东分行档案第八卷.数据是对第５９６~５９７页«北海银行放

贷及利率统计资料»的农贷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总结得到.

(一)农贷对象的精准识别

抗战时期,中共山东省战工会特别发布指令要求“切实严格保证贷款落于贫民之手,发挥其应有

作用”.但是北海银行开展农贷过程中,对农贷对象进行识别时,借款农民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

称,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借款农民作为农业贷款的使用者,对于个人成分等私人信息较为清楚.而银

行对于借款农民的信息只能通过借款人或者其他人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判断.被识别的对象为获取扶

贫资金,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结果可能是一部分贷款并未发放至需要的人手中.因此,北海

银行在农贷开展过程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来降低银行与借款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通过民主、
科学、透明的方式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使得贷款真正发放到贫民之手,发挥应有作用.依据

银行与农贷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高低,农贷“精准识别”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贷款工作基本处于摸索试办阶段,贷款采取由上而下的逐级分配方

式,贷款干部经验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时期,北海银行不参与农贷业务的直接办理,
只负责农贷资金供给,农贷发放由各中心乡区成立农村贷款所(简称“贷款所”)负责办理.贷款对象

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和抗属,但各地对贫苦农民的衡量标准不一.莱芜对于贷款对象限定为劳苦大众,
并对其拥有的土地资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每个人平均拥有地仅在半亩(大亩)以下,胶东区规定贷

款对象为抗日根据地内从事生产有利于经济建设的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等.此时贷款者需向贷款

所提出贷款申请,贷款干部进行调查,若是同意,经贷款干部向贷款所介绍或者担保后办理手续就可

以向贷款所借款.贷款者的信息只依靠银行挖掘,因此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许多资金贷给了富

农、地痞流氓等,使得贷款所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和亏损,影响了农贷资金回流.即使如此,北海银

行农贷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金融,打破敌人封锁仍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激励作用.
第二阶段是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北海银行对农贷对象的识别方法进行了改进,加入第三方信用背书,

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间北海银行开始统一办理农贷业务,随后农贷变成经常性工

作,农贷规模开始扩大.１９４２年胶东区开创小组贷款模式,成立贷款小组进行小组联保,将信息处理

中不易被银行挖掘的借款者“软信息”由具有一定社会互动的小组成员收集,提高了银行的信息处理

能力,且部分解决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成本问题.但是农民加入贷款小组时必须要有组员介绍并

且经全体组员同意之后才可进入.由于农贷工作不够巩固,导致工作开展没有普遍性,使得部分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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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得到农救干部的担保,又无法进入借款小组得到组员担保,从而借不到款.１９４３年,中共山东

分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明确了银行贷款应多贷给农民.东海地区改进了胶东区实行借

款小组的办法.各村村民基本都成立了贷款小组,一部分贷款小组是自愿组合,一部分是由村干部进

行统一划分,村干部汇总各贷款小组的贷款需求提出借款申请.故此阶段的贷款大多数是以村、小组

为单位,贷款干部亲自到村进行调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核准贷款数目同意后便可进行放贷.此

阶段小组联保贷款的方式降低了银行与借款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胶东区成绩显著,但其他地区因并

未掌握正确的开展方式,对农贷对象的识别仍存在偏差,胶东区小组联保贷前识别的有效性为山东抗

日根据地的贷前借款用户的识别工作提供了改进参考[７](P４５３—４５６).
第三阶段是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贷款方式逐渐完善,纠正了干部工作方式的偏差,小组联保贷款模式

在全根据地推行,信息透明度更高.首先,这一时期扩大了贷款发放的社会基础,将部分中农包含其

中,但是以贫农和抗属为主的基本方针未发生变化.１９４４年底,山东省委提出全省统一确定贷款对

象,主要是有组织的基本群众和抗属,再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抗属有优先权.在对贷款对象的识别上,
银行总结经验,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贷款、村干部或者群众的做法,开始试用胶东区公民小组的贷款

方法.借款小组提供借款者详细信息的名单,由各村干部以及贷款干部依据名单信息共同讨论决定

是否放贷.这种方式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及干部的感情用事和宗派现象,扩大了政治影响.１９４４年

春贷８５％以上贷给了贫苦群众、抗属以及烈属.１９４５年,山东北海银行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准备战

略反攻物资发放农业贷款１亿元,并规定农贷对象是广大贫农,抗属及部分中农等,抗属及贫困农民

有贷款的优先权.根据地对农贷的识别上进一步增加了监管群体,贷款对象改变了过去自主申请的

方式,改由小组联保成员及村干部共同提出并进行决议.如胶东区、东海区农贷对象确定方式为村干

部召集各小组长或者村民大会根据政府贷款要求提出贷款对象,随后进行公开论证,村干部召开由行

政、群众干部、有威望抗属等组成的扩大会议来共同讨论贷款对象,最后召集村民大会征求意见.由

之前的“民主纠错”到“民主选择”提高了群众参与度,降低了信息搜索和监管成本.小组联保贷款模

式依靠群众路线在扩大与巩固群众组织的同时,也使得群众相互监督贷款去处,对农贷对象的识别较

为准确,贷款发放更加民主、科学和透明,有效降低了逆向选择问题.据统计,东海区贫农与抗工烈

属⑤ 占农贷总户的９４％,中富农占６％[２](P４８４).表１为１９４４年北海银行胶东支行春耕贷款者的阶层

统计表,从表１中可见,１９４４年胶东支行春耕贷款阶层统计中胶东银行各个地区的农贷对象中贫农

贷款所占比重最大,占到贷款总额的８７．４％,中农为１２．０３％,富农为０．５７％,掌握了照顾基本群众的

原则,基本保证了农业贷款用于帮助贫农发展生产.
　表１ １９４４年胶东支行春耕贷款阶层统计

年份
贫　农

地区 户数

中　农

金额 户数

富　农

金额 户数

合　计

金额 户数

东海 ５３９００ ４６７０ ５８３４ ５１６ １７８ ３０ ５９９２１ ５２１７
北海 １９６８５ ３０９３ ３５７６ ７００ １４６ ２８ ２３４０６ ３８２１
西海 ２００６３ ３３９２ ２４０２ ３３６ ６３ １６ ２２５２８ ３７４３
莱东 １４６２ ２６５ １０２ ２０ ３ ３５０ １５６７ ２８５
合计 ９５１１０ １１４２０ １１９２２ １５７２ ３９０ ７４ １０７４２２ １３０６６
占比 ８８．５５ ８７．４ １１．１ １２．０３ ０．３５ ０．５７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６９页;«胶东分行一九四四年上半年营业报

告»,胶东分行档案第八卷.表１中的金额单位为１０００元.

(二)农贷发放后的精准管理

北海银行对贫困对象帮扶的过程中,对贷款对象进行立体化、动态化的精准管理,具体表现为银

行贷款规则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群众需求不断调整,如调整贷款手续、方式、利率等.银行在对农户

进行精准识别并对其发放贷款以后面临借款农户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战时环境及信息搜索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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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银行很难观察到借款农户对农贷的具体使用情况,这导致借款农户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借

贷双方信息资源的不一致,可能使借款农户改变自己的行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采取机会主义,从而

产生私自改变贷款用途、对资金不进行偿付、对贷款使用不负责等“道德风险”行为.因此北海银行对

农户的监管也是“精准管理”中重要的一部分.小组联保机制的运行,不仅在借款农户的精准识别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事后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银行监管成本.从“精准管理”
贷款规则以及对农户的监管演变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这一阶段农贷规则不健全,制度不统一,对农户的监管机制尚未建

立.因贷款工作各地刚开展,对贷款的发放和收回没有明确的实施办法,各根据地都处于摸索阶段.
关于贷款用途,有的地方规定主要是面向生产事业,如寿光、莱芜等地强调贷款用于购置牲畜、生产工

具,但是并未进行统一规定.贷款的分配方式主要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使得农业规模增加不显著,
收益较低,并且由于部分干部对贷款认识不深刻,多数地方农贷多用作救济,大批款项并未能及时收

回.贷款手续也较为繁杂,贷款方式分个人贷款和团体贷款,但因各地贷款对象侧重不同,故利率不

同.如莱芜个人贷款月息三厘,团体贷款月息五厘.而寿光县个人贷款月息九厘,团体贷款月息三

厘.个体贷款相对于团体贷款承担风险能力差,生产效率低.有的地区怕贷款收不回来,贷给团体利

率偏低,促进了地区群众团体的形成.有的地区为保证贫苦群众的利益,对团体贷款执行高利率,而
团体贷款相比于个人贷款手续简便,还贷率高,有效降低了贷款群众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为以后的小

组联保机制的运行做了铺垫.总之,这一阶段受环境和工作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银行与贷款群众的

互动仅限于资金借贷,很难对群众借贷后的活动进行跟踪管理,加上战乱根据地不稳定的因素,交易

双方的活动很多是一次性的,使得群众的信用激励很难发挥作用.
第二阶段是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这一阶段农贷规则逐渐完善,引入信用合作组织,小组联保机制开始

在农贷中发挥作用.１９４２年４月,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扩大会议提出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指
出“在发展农业中,首先要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如耕牛、种子、劳动力的调剂,进行春耕贷款,改良

农具、肥料与兴办水利等”.专项贷款限制了农贷资金分散流向,促进了农业经济形成规模效应.北

海银行根据指示,遵循农业生产习惯,开始进行季节性贷款,帮助农民春耕时购买种子、农具等.贷款

期限根据生产性质,也进行了划分,分为３个月、６个月、９个月、１年４种.表２为胶东区农民贷款所

农贷利率.可以看到贷款金额不同,利率也不同,且贷款数额越大,利率越高.一方面,对于贷款较少

的贫苦人民利率较低,这样照顾了贫农需要.另一方面,根据贷款数目的不同设置不同的贷款利率,
这样可以使得群众谨慎贷款,避免了款项的浪费,使贷款工作真正为人民服务.１９４３年,中共山东分

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进一步明确了贷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协助农产,增加实力,开展

经济建设等.各地区贷款手续略有不同,如清河区对于私人贷款,需要经县级以上各法团负责人介

绍,并有一个以上的担保人.借款人填写借据同担保人一同到银行(或者县办事处)取款;东海地区生

产贷款与春耕贷款以小组为单位办理手续,小组长通常由农救会会长或村长担任.同时贷款管理机

制的逐步健全,对于大额贷款严格把关.借款１００元以上者需要有抵押品,如果发生无正当理由的违

　表２ １９４２年９月胶东区农民贷款所农贷利率

贷款金额 利息

五十元以下 每月每元六厘、五厘

五十元以上不满一百元 每月每元七厘、六厘

一百元以上不满二百元 每月每元八厘、七厘

二百元以上不满三百元 每月每元九厘、八厘

三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 每月每元一分、九厘

五百元以上不满八百元 每月每元一分

注:特别贫困或者遭

灾又积极生产者,可

减息 或 者 免 息.但

百元以下者为限.

　　资料来源:«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１页;«胶东区农民贷款委员会组织大纲»及

«农民贷款所组织章则草案»见第二编第二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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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行为,贷款所与保证人对抵押品进行拍卖,如果拍卖之后不能偿付本息,剩余部分由保证人补齐,保
证人(或者保证团体)对于无抵押品的贷款负绝对偿还责任.对信用较低的借款农户下次停止借款或

者降低贷款金额,如胶东区借款首先要成立借款组,填写借券,组员与组员相互作保.每户贷款数额

至少２０元,最多８００元.如不能偿还,全组有连带责任.贷款后小组成员相互监督,如若不遵守借款

契约,应立即向贷款所和农救会报告[７](P４４１—４５０).借款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共赢使得小组成员间有激

励去监督约束、惩罚个体的失信行为,通过发挥合作小组的内部惩罚机制和抵押品的外部惩罚机制,
保证了贷款的有效流转.这一阶段各地区纷纷完善贷款规则,通过小组联保机制,实现组织化信用升

级,同时将部分风险管理职能转移给合作小组,小组内部的信息处理机制和内部惩罚机制有效降低了

银行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效规避了“道德风险”.
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贷款规则精准施策,更加完善,小组联保模式开始在全根据地采

用.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５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开展春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群众性大生产运动在各地

迅速开展[５](P１９４).伴随着大生产运动高潮的到来,改变过去贷款资金平均分配的方法,强调贷款集中

使用,重点扶植重要产业,依据农时和农业生产规律实行经常性放款,贷款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如

胶东分行春季放款１５００万元,根据主署农林工作指示,规定水利贷款占３０％,肥料贷款占３０％,耕畜

贷款占３０％,农具贷款占８％,种子贷款占２％.第一季度以春贷为中心,第二季度以发动生产互助

为中心,第三季度以基地工作水利放款及新地区放款为中心,第四季度以造林、新地区纺织为中心.

１９４４年底,山东分局和省政委在总结当年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
增发农业贷款,提到要有中心、集中使用贷款,要改变过去平均分配的缺点,提高贷款的有效性.滨海

专署纠正过去平均分配的做法,为防止平均发放贷款,规定每户贷款不得少于５０元,并发放５００万专

项种棉贷款.在贷款手续的办理上,１９４４年,政府改进了贷款手续,取消了申请表,只用一张借券.

１９４５年,滨海区的农贷发放是以村为单位,是各行署按照名单提交的总数分配到各县,各村的群众办

理好贷款手续后,由全村统一负责到县府领取.胶东区农贷收回的方式为营业员将贷款到期的日期

通知到村,提前告知贷户准备还款,到期时营业员携借券到村去收.由于敌我货币斗争,北海币币值

波动.为避免因为币值的变化引起还款群众的不必要损失,滨海区对贷款不收利息,并按照贷款时币

值与现在比较收回,并规定限时交还,过期不折价.个别地区规定在还款１年内由群众根据自己的生

产经济状况确定自己的归还日期.对于真正有困难无法偿还的群众和抗属,银行为人民解决实际困

难,根据实际生产状况决定农贷的收回或转期,保证农民不吃亏.如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受旱灾和货币战

的影响,北海地区百姓粮食歉收且价格较低,加之受贸易政策限制,内地贸易封锁,使得农民损失严

重.北海银行根据农民的不同受灾状况确定其收回或者延期(不收过期利息)收回[７](P４６４—４７８).农贷

业务中“精准管理”方式的不断改进,真正具体站在群众的立场,并解决了农民的实际困难,使得农村

生产力大大提高.
(三)对农贷干部的精准考核

北海银行在开展农贷业务时,不仅对农贷对象的身份做了详细的限定,而且还对贷款用途做了明

确限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仍广泛存在于银行与农贷干部中.农贷工作中一系列

复杂的流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复杂环境,贷款干部数量少,因此农贷的有

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贷款干部对于农贷流程的严格遵守和执行.若贷款干部渎职或者失误就会导致

农贷有效性降低,从而产生操作风险.同时银行对于贷款干部的内部管理也会产生管理风险,主要表

现在认识不到位和管理不到位.因此有些地区在农贷实施过程中出现贷款干部主观决定贫困对象等

关系脱贫、人情脱贫问题,甚至出现挪用贷款资金、资金使用不合理等现象.为了降低操作风险和管

理风险,共产党在农贷业务的管理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逐渐提高考核效率.“精准考

核”效率提高的过程主要是其农贷工作开展过程中各项机制的建立健全的过程,主要是经历以下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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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这一阶段监督考核基础薄弱,监督约束机制缺失,操作风险和管理风

险高,“精准考核”效率较低.抗战初期,贷款干部人员少、工作经验少,对贷款工作还不熟悉.干部对

贷款任务不明确,不了解贷款与生产相结合的政治意义,加之贷款手续十分杂乱,因此１９３９年和

１９４０年的贷款不能及时整理清楚,仅收回很少一部分.到１９４１年便不敢继续放贷,怕贷款收不回,
于是农业放贷数目不大.在贷款过程中,有些干部未能认真履行职责,尚未全面了解情况便将贷款放

出,导致贷款不能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农民手中.面对这种情况,各行地区负责机关,组织贷款干部学

习陕甘宁边区执行办法,成立宣传和检查小组,提高贷款干部的政治素养以及工作认识,克服以上问

题.贷款干部的培训以及宣传、检查小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帮贷款干部树立了正确导向,提高了

贷款干部的政治素养,梳理了工作流程,培养了工作能力,但是在监督约束缺失时,很难对贷款干部实

现有效监管.
第二阶段是１９４２年,这一阶段解决了监管空白的问题,初步建立约束机制,“精准考核”效率有所

改善.１９４２年北海银行进行８００万春耕贷款,并且制定了有关贷款的各种条例.«省战工会关于整

理春耕贷款问题的训令»中提出,有些地区干部办理贷款时不按照规定的手续,既不贷前严谨检查,又
不贷后复查与监督,不负责任地按照个人感情随意支配款项去处,使得有些贷款贷给地主、富农或地

痞流氓,甚至还将贷款贷给买地、修葺房屋、赌博的人.各专署县府将贷款重新审查,对于敷衍塞责、
徇私舞弊的干部办理人员,按情节轻重给予政治处分.对于贷款所的部分干部怕麻烦或者多赚利,不
经调查把贷款大批贷给群众或者只贷给几个村子,使得贫苦农民得到的贷款很少,贷款村庄不普遍的

现象,各县农救会及中心贷款所及时纠正缺点,按时检查工作.这一阶段的贷款较上一年工作有很大

进步,但是贷款组织性差,贷款未能做到普遍及时,并且事后的检查差,缺乏与其他的救助团体之间工

作配合.
第三阶段是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底,这一阶段政府初步引入内控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安排,“精准考核”

效率得到提升.１９４３年在贷款过程中,支行、专署、各农救会总结了过去贷款工作的缺点,对于贷款

不普遍、各部门配合度不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分配了各县的贷款数目,对接下来的工作配合进行

了安排,拟定了具体执行的联合指示.各县银行、农救会、政府三个部门召开了联席会议,共同组

织配备了工作队干部,将工作步骤分为三个阶段:传达布置阶段、审核贷款阶段、检查总结阶段.
各部门工作配合比之前有了很大改善,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１９４４年农贷工作因为款项拮据,
使得很多县未能及时完成任务,但是仍比之前有了很大进步.贷款干部深入基层,转变了机关化

与官僚化的作风,各部门配合度有了进一步提升.如东海支行大多数干部深入基层,帮助春耕工

作.把春耕工作与拥军、查减、大生产运动结合,扩大了贷款区域,普及到边远地区.但是除了胶

东区之外,其他地区都未能达到实际增产的目的,原因在于贷款组织不严密,出现了一些问题.这

一阶段主要是政府对贷款工作的检查在思想上未能引起重视,导致贷款中出现偏差,使得农贷促

进生产效率不高.
第四阶段是１９４４年底~１９４５年,引入问责机制,内控机制完善,监管体制逐渐完善,“精准考核”

效率较高.１９４４年底,«山东省行政工作会议财政组总结报告»中明确了贷款的方针和任务,贷款必

须和生产相结合,并对贷款手续进行了完善.纠正过去把贷款当救济发放的做法,做到谁贷谁还.贷

款手续的完善和实施干部问责制,使得贷款有着落,有头绪,又能及时发放到群众手中.１９４５年,针
对农贷过程中出现的徇私、贪腐、渎职等问题,山东行政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对以前的贷款进

行检查和回收.对贷款工作的组织,学习胶东区的做法,各级成立春耕委员会,因地制宜,根据掌握的

具体情况,健全内控机制,进行合理并明确的分工,提高贷款干部的工作配合度,降低了工作摩擦和银

行监管成本.贷款干部分工配合,政民干部多做宣传动员,办理贷款登记,银行干部多做借款手续工

作,提高了贷款效率.问责机制的引入,内控机制的完善,监管体制规则的健全,加强了贷款工作的治

理,提高了农贷工作的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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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开展农贷扶贫的主要绩效

作为红色金融企业参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农贷一直是北海银行工作的重点.由

于北海银行正确贯彻了贷款方针,农贷工作成绩显著,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济绩效:
首先,农贷直接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经济困难,促进了山东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北海银行通过

低息或者免息农贷业务的开展,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轻了农民所

受封建高利贷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积极抗战的认识.例如,１９４３年滨海区的盐业专项贷款帮助１１３０
户盐民开垦盐田２２５０．７亩;东海渔民在渔业专项贷款的帮助下,不仅开垦了大量盐田,而且增加３０００
万的收入,大批量出口换取棉花等必需品;滨海区莒南小山前村,１９４３年比１９４２年增产粮食３６％;

１９４４年胶东分行东海支行总结提到“农民经过贷款生产后,生活改善了.据统计,一般情形贷款一

元,可赚三元”[５](P４７４);东海低利贷款帮助贫农解决了生产资料缺乏及少衣无食的问题,提高了百姓的

生产积极性,各种农产几乎比上年增加１倍以上[７](P４５１);１９４５年,鲁南区发放６００万元棉业专项贷

款,扩大了棉田１９万亩,棉花产量增加１９０万公斤.截至１９４５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扩大耕地面积

３４６８６０亩,生产棉花９４７０９６１．５公斤(不含渤海),帮助农民打井４１８３８眼,增产粮食３４１８３９５１２．５公

斤[２](P１５—１６).这其中不乏农贷资金投入推动生产资料增加和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的原因.农业恢复

不仅表现在农作物的产量、农业生产资料的增加上,还表现在农村副业兴盛中.１９４４年,山东抗日根

据地农民的副业收入达７５６０２万元,各地集市繁荣活跃[３](P４１４).这是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开展农贷扶贫

的最重要的经济绩效.在经济上发展了大后方经济,用“钱袋子支持枪杆子”,支持了抗战时期征粮工

作,保证了抗日部队供给,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济基础.
其次,在开展农贷过程中,扩大了北海币的流通区域,稳定了物价,巩固了根据地人民对于政府的

信任,是共产党与敌军进行货币战的重要支撑.在贷款发放中,银行规定发放北海币,还款也必须是

北海币.因此农贷开展的过程也是北海币扩大流通区域和增加群众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抗战时

期,北海银行采用“物质本位制”,即用群众和敌伪需要的粮食、棉花等生活用品作为货币发行准备金,
避免因为其他货币的涨跌带来的不必要损失.农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棉粮油等作为重要物资的生

产,在货币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粮食及其他日用品的自给自足,粉碎了敌军对共产党的贸易

封锁,另一方面封锁敌人,对外贸易采取“以货易货”的方法,重要原料统制出口,换取抗战所需物资.
农业生产的恢复,重要物资的供给,为中国共产党对敌贸易出超掌握斗争主动权提供了保障,也为保

持北海币信用,吸收外汇,稳定币值起到了关键作用.图２为根据地与其他地区物价指数对比,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１９４３年法币所在地区的物价飞快上涨,１９４４年后伪币所在地区物价也开始大幅上涨,
而北海币所在地区物价一直较为稳定,虽然有所上涨但上涨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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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山东抗日根据地(北币)与敌区(伪币、法币)物价指数对比折线图(按倍数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８５页;对表格«我区

(北币)与敌区(伪蒋币)物价指数对比分析表(按倍数计算)»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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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开展农贷扶贫的绩效,还有政治方面的.抗战时期,粮食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

生命线,解决粮食问题等于解决一大半的财政问题.北海银行是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的银行,其
开展农贷扶贫的工作安定了山东人民群众,大大提高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和拥护,生产的积极性

和抗日救国积极性空前高涨.胶东区在进行贷款宣传时和拥军工作相配合,依靠放款力量推动群众

工作的开展,并且贷款对象中荣誉军人、贫困抗属优先,主力抗属无利息.由于抗日军人基本是青壮

或者家庭农作主要劳动力,家中农业劳作生产相对困难,解决好抗属的生产生活问题,可以让参军战

士安心抗战.而且政府的低利农贷扶持中,抗属的生活得到很大提高,使得抗属以更大热情支持抗

战.这样既支持了百姓拥军爱军参军的热情,而且还提高了共产党在百姓中的威望,如日照县黄墩区

秦滩井村群众觉得纳粮太少,主动多交公粮８８０多斤,以支持抗战[５](P２０９).可见,农贷政策的实施深

得群众拥护.农贷是国家政权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将国家力量渗透农村相对有效和温和的

方式,在实施过程中既实现了对根据地广大农民阶级利益的有效金融赋能,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赋能,对坚持长期抗战,进一步巩固军民团结具有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北海银行开展农贷扶贫的绩效,还有社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底层群众社会地位的

提高,以及推动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上升.贷款所引起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引起土地占

有关系的变化,导致农村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对稳定农村秩序、巩固各阶层人民团结具有重大意

义.表３是滨海区各阶层１９３７年与１９４５年人数及土地变动对比表.从表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农贷发放后,滨海区农村阶层结构发生很大变动.１９３７年地主户数占比仅有６．７８％却拥有高达

５８．９７％的土地,到１９４５年,虽然地主户数有所增加但是土地面积却降低至２９．４％,而贫农户数占比

降低,由原来的３７．３７％降至３３．３７％,拥有的土地面积由９．５２％增加至２０．８９％.由此可见,农贷在改

善农民生活、改进农村阶层结构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贷款开展过程中,小组联保方式的推广不仅降

低了银行与借款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推动了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升.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５
年上半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内的劳动互助小组由１９４４年的６．４２万个、３８万余人发展到约１４万个、

１１５万人[３](P４０６).劳动互助小组这一符合当时农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单一家庭的资

源约束,促进了小组内的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了劳动效率和资金利用率,通过社会互动增强了个体的

社会参与,推动了农民间的组织能力的提升.
　表３ 滨海区农村各阶层人数及土地变动对比表

年份
户数(户)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占比(％)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地亩(亩)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占比(％)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地主 １６９ ２０２ ６．７８ ６．８５ ３４４０３．８５ １２３３３．８９ ５８．９７ ２９．４０
富农 １７３ ２４０ ６．９５ ８．１４ ６０３８．８９ ４９５６．７６ １０．３５ １１．８１
中农 ７１７ ８８６ ２８．７８ ３０．０７ １１１５８．０９ １２７５０．５８ １９．１３ ３０．３９
贫农 ９３１ ９８３ ３７．３７ ３３．３７ ５５５５．３６ ８７６１．８６ ９．５２ ２０．８９
雇农 １５７ １５８ ６．３０ ５．３６ １７６．４９ ７９３．８８ ０．３０ １．９０
其他 ３４４ ４７７ １３．８２ １６．２１ １０１０．０９ ２２００．４５ １．７３ ５．６１

　　资料来源:«山东党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１９８７年版,滨海区莒南县３区１１

个村庄阶级变化调查,其中包含大店区的大店、将军山前、何家店、下河４个村,筵宾区的集前、东集西、大山前、后良店４个村以及沟

头区的邢家水磨、沙汪头、围埠子３个村.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

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１]“我们要用历

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

３２



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１]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农贷工作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也是共产党从弱到强的过程.在

农贷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协调各方利益,不断提

高党的科学执政水平并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工作的统一领导是根本

保障.抗战时期北海银行作为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企业积极协助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发展农业生产,以
维护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为发展农业生产进行了大量低利贷款,充分发挥了资金对于农

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作用,可谓扶贫工作的先驱.
北海银行在开展农贷扶贫工作中不断与时俱进改进工作方法,充分发挥了农贷资金的乘数效应,

并在对农贷对象的精准识别、农贷发放后的精准管理以及对农贷干部的精准考核方面探索出适合根

据地发展的可行的农贷路径.事实证明,对农贷对象进行精准识别、重点扶植重要产业、建立合理有

效的借贷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其中,小组联合担保

以及在贷款干部的监管中引入约束机制、问责机制和内控机制,这些措施和制度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程

度、提高运行效率和资金有效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在实践中探寻出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重温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金融扶贫实践历程,可以对中

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百年探索的精神内涵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注释:

①低利是原文献用词,即“低息”.
②顽战区指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仍然顽固反共的部队所占领的地区.
③薛暮桥(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２５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险皖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

主持经济工作.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
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

④抗属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人家属.
⑤抗工烈属指抗属、抗日工作人员家属、烈属的合并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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